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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该文综合而系统地探究近代广州著名建筑师杨锡宗的园林设计实践。基于对杨锡宗教育背景和

执业经历的梳理，尝试解读他关于城市公园、纪念陵园、大学校园的规划设计思想，认识其设计理论和特

征的变化，从移植西方园林形式的“公共性”特征，再到借鉴西洋古典建筑语言的“纪念性”风格，回归于

讲求本土形胜与礼制的“传统性”内涵。杨锡宗的园林实践深刻影响了广州近代城市园林的发展，同时推

动了中西文化的交汇与共融。

关键词  杨锡宗  近代公园  纪念陵园  近代校园  在地实践

Abstract  In this paper we make a comprehensive and systematic study on Yang Xizong's 

landscape architectural practices in modern Guangzhou.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Yang 

Xizong's educational background and professional experience, we attempted to interpret 

his planning and design concepts for urban parks, cemeteries and university campuses. 

We also investigated how Yang Xizong absorbed the public nature of Western public park, 

learned from the commemorative form of classical architectural language, and responded to 

the scenic spot and ritual culture for local innovation. Yang Xizong's practices significantly 

influenced the development of urban landscapes in modern Guangzhou and promoted the 

exchange and integration of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s.

Keywords  Yang Xizong, Modern park, Memorial cemetery, Modern campus, Local practices

1918年，毕业于美国康乃尔大学建筑系杨锡宗归国，成立了岭南近代执业时间最长、业务

领域最广的中国建筑事务所。学界对其建筑设计思想及实践多有关注，如彭长歆[1]基于设计生

涯的时间序列和风格转型划分阶段，评价归纳其设计思想；黄元炤[2]探讨了他从景观切入建筑

的具体实践与思想演变；薛颖[3]则论证了他“中国固有式”建筑风格的布扎建筑教育渊源。而

对其园林实践的探讨主要包括若干相对独立的个案研究，从中分析设计特点、艺术造型、社会

功能，如中央公园[4]、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5-6]、国立中山大学校园[7-8]等。本文拟基于此综合考

察杨锡宗创作的近代广州园林作品，以期更深入地认识其设计理念的动态演变，剖析设计思想

对设计实践的推动与引导。

1  中央公园：基于西方园林形式移植的公共性

1.1 开启西方风景之窗

中央公园原址为历代王朝衙门在后园营造的园林，旧称“万竹园”。隋朝时始为衙门所特

有，至清代成为巡抚衙门[9]。20世纪10年代，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中对广州的城市环境建设寄

予厚望，提出建设“花园城市”的构想，倡议把清朝官署改建成供民众休息游乐的广州中央公

园[4]。其时杨锡宗受聘为广州工务局技士[10]，市长孙科与杨锡宗对城建均有专长，又有同乡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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谊，于是邀请他主持中央公园设计[11]。

中央公园占地约9hm2[12]。杨锡宗采用西

方古典造园的几何图案形式，在公园场地的

南北、东西向各设置1条主路，并设12条次路

与主路形成方格路网，构成几何对称的平面

骨架[13]（图1）。杨锡宗没有响应场地的原有

条件，而是对地形进行了大规模调整，填平原

有池沼，将影响公园规整构图的百年古木悉

数伐去[14]，沿南北中轴线依次设置公园大门、

喷水池、音乐亭，形成新的景观序列。公园大

门为四立柱通花铁门，饰有巴洛克式大涡卷

（图2）；喷水池位于南北主要道路交叉点上，

是西方古典造园的通常做法；近水池处有白玉

石狮，分立中轴两侧，原属清初平南王尚可喜

王府，或因切合公园的空间构图而成为场地

旧址保留下来的为数不多的遗物；音乐亭大致

位于公园整体空间的中心，成为视景焦点，另

有4组花坛对称置于音乐亭前后[13]。初建成的

公园园地平坦，空间略显单调，后又在西部空

地开凿水池，并以余泥堆砌假山[15]（图3）。此

外，杨锡宗设计了六座喷水池、四尊石像、一

座假山，以及大礼堂、古物陈列室、射击场等

园林建筑，虽然喷水池最终仅建成一座，娱乐

设施也因一些外部因素未能全部建成，但中

央公园仍不失为一座真正的综合性公园[11]。

作为杨锡宗的第一次园林实践，中央公

园显示了西方古典造园风格和公共空间模式

的深刻影响，突破了传统园林形式而呈现出

共享、开放的特点，反映了他强烈的个人坚

持。同时，由于西方古典造园形式与建筑空间

秩序的深刻关联，也能进一步理解杨锡宗基

于西方建筑学背景的大刀阔斧的设计实践，

并成为广州城市园林近代化的最为重要的先

导之一。

1.2 新时代下的公园观          

中央公园于1918年落成，是年广州市政

公所成立，城市新型市政体制由此萌芽[16]，并

布告“曰设公园，西人称公园为都市之肺腑，

盖市民藉公园以救济健康，犹人身藉肺腑以

呼吸空气。”[17]但杨锡宗在康乃尔习得的“学

院派”教育与中国的传统审美观存在明显冲

突，中央公园亦曾引起不少争议。1925年，

《广州民国日报》即发表评论，认为“初建时

无景致可赏，无高低之雅，又无大树遮荫，更

有监狱式围墙，且无智识游民所到之地不甚

洁净”，但“三年后，绿草如茵，枝繁叶茂，却

成为提供清新空气的城市肺腑。”[18]可见，民

众对中央公园有一个从质疑到接纳的过程，

由对新设计形式的陌生到新环境功能的认

可，随着社会观念的转变，杨锡宗的公园理念

逐渐显露出符合社会潮流的时代意义。

中央公园通过丰富的使用功能、规整的

空间布局、别致的入口设计，满足了市民的活

动需求，也带来了城市公共空间的新体验，成

为都市中健康呼吸、感受自然的公共空间，成

为广州开放发展的一处重要的城市标志。同

时，中央公园与南侧的维新路（现起义路）轴

线对位，成为城市后续发展的基点，与南北

方向上“越秀公园”、“中山纪念碑”、“中山

纪念堂”和“市政合署大楼”一起构成城市尺

度的历史空间序列。中央公园所体现的公园

观对广州城市公园和开放空间有着近代化意

义，在空间领域融入了西方语言与近代民主

政治精神的表达。

2  烈士陵园：基于西洋古典建筑语言的纪念性

2.1 “折中主义”的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

早在1918年，杨锡宗开始设 计七十二

烈士方表墓冢、自由钟墓亭，后续又完成了

七十二烈士墓园的主体工程，包括七十二烈士

碑、碑亭、纪功坊和四方池等，是近代中国最

早的烈士墓园[19]。其中，纪功坊是最为重要的

构筑，其上设叠石台，叠砌144块纪念石，横

列成崇山之形，是革命热潮高涨的象征；纪功

坊顶端的自由女神一手高举钟槌，面对烈士

墓碑亭的自由钟一手持临时约法，是依法治

国的象征[20]（图4）。纪功坊由毛石砌筑，古朴

凝重。纪功坊下半段开门洞贯通前后，门洞正

面仿西方古典风格，双柱承接石额和山花。这

些基于西洋古典建筑语言的设计塑造了墓园

浓重的纪念氛围。

1930年，由于墓园经营者在园内设“黄

图2   广州中央公园南门

图3   广州中央公园西侧喷水池

图1   中央公园规划平面图 图4   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叠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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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别馆”，烈士墓一时间成为粤中官员的“游

宴之所”，而有损于纪念氛围[21]。当局遂决议

重修，再次邀请杨锡宗作为工程顾问，与林克

明共同完成墓园新规划，包括新墓道和正门

牌坊（图5）[22]。新墓道的辟建裁弯取直，以

塑造墓园的南北中轴线，强化行进过程中的

空间仪式感。原本在正门处得以一览墓园全

貌，但通过对地形的特别处理，行至默池上

桥处只能目及陵墓顶端，使人不由低头俯视，

而产生追念之情。新的规划秩序井然，从根

本上改变了墓园原有布局，给人以庄严肃穆

的崇高感。

墓园西部绿荫满庭、黄花遍地，另建有

琉璃瓦、白石柱的四方亭和十字亭[5]，呈现

出中国传统园林与建筑的特征。这或为杨锡

宗在其设计中进一步加入“中国元素”的场

所文脉，从而在墓园空间的纪念性中增添本

土化表达，如墓园西南角的赤色铁门，风格

与中央公园南门相仿，由宽大的立柱和铁拱

券构成，但又融入了“狮子”、“金钱”、“中

国结”等传统石雕造型[23]（图6），形成亦中

亦西的“折中主义”形态，也可见杨锡宗在

园林领域，相比他的建筑活动，更早呈现“中

西合璧”的特征。

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园融会古希腊、古罗

马建筑语汇，是凭吊中国民主革命先烈的胜

地，更是广州城重要的文化地标。杨锡宗的设

计将烈士的人生价值、悼念价值同社会影响、

革命精神联系在一起，使烈士陵墓的纪念空

间凝聚了革命情感的社会性与公共性。墓园

空间语言的纪念性体现了杨锡宗对西洋政治

文化与自由革命的时代意涵的充分理解，而

得以综合西洋古典建筑语汇和本土文化要素

来表达革命精神与祭奠意蕴。

2.2 “古典主义”的十九路军抗日阵亡将士

陵园

1932年，为纪念在淞沪会战中阵亡的将

士，杨锡宗设计监造了十九路军抗日阵亡将士

陵园。这是杨锡宗完整参与、主持设计的第一

个陵园作品，体现了鲜明的西方古典主义风

格特点。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的扩建时间与此

园接近，风格却不尽相同。这大概源于两座陵

园不同的历史背景与人文积淀：黄花岗七十二

烈士墓为祭奠民主革命烈士，平和、静谧的空

间叙事手法烘托了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

主义”精神；十九路军抗日阵亡将士陵园为

哀悼抗日阵亡将士，纪念英烈的“神圣性”空

间充满了对反法西斯战争取得胜利的强烈愿

望。杨锡宗在十九路军陵园中展现了鲜明的个

人古典主义风格，这个实践作品也被誉为他

执业生涯中的古典主义高峰[1]。

陵园面积约6hm2，以一条长300m的墓

道为南北中轴线（图7）。陵园建筑的布局循

着自南向北的空间序列：抗日亭位于最南端，

沿墓道行进，东西分别是将士墓和战士墓，场

所情感在仿古罗马风格的半圆形纪念广场处

到达顶峰。纪念广场中央的纪念碑为古罗马

式的“图拉真凯旋柱”，碑前竖立1座战士铜

像，台阶上卧伏2对铜狮，8个立鼎，用隐喻的

手法表达了对“一二八”淞沪会战中牺牲将士

的祭奠。纪念广场后方环绕多立克柱廊，两端

则连接了相同风格的门亭，严谨对称的几何

形态与空间形制营造了神圣肃穆的纪念场所

（图8）。此外，西北侧设计了仿“凯旋门”式

的入口，借西方政治文化中的凯旋、胜利意向

凸显了陵园空间的纪念特质（图9）。

与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园相仿，杨锡宗

在十九路军抗日阵亡将士陵园的设计中广泛

运用西方古典建筑语言，多立克柱式、凯旋柱

和凯旋门形制均表现了特定时局下的纪念蕴

涵，从中可见杨锡宗对于西方古典建筑文化

的充分理解，并恰如其分地应用于广州本土

的纪念墓园实践之中，而在抗日阵亡将士陵

园中没有像七十二烈士墓园那样加入“中国元

素”，使得这种基于西方古典建筑语言的纪念

图5   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园平面图 图7   十九路军抗日阵亡将士陵园平面图

图6   黄花岗烈士墓园的西南门 图8   半圆形纪念广场 图10   国立中山大学校园规划图（杨锡宗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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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更为纯粹。

3  中大新校：基于本土形胜与礼制的传统性

3.1 “因借山水”的规划理念

在国立中山大学石牌新校（今华南理工

大学和华南农业大学所在地）的竞标中，杨锡

宗以反映中国传统思想特色的规划方案脱颖

而出。由于校园基址面积广阔，远离尘嚣，适

宜“藏修息游”[24]，他利用北低南高的地势、

内部天然水塘，以中轴线贯穿中心区南北，与

两侧环道构成校园整体布局。取南北走向的

三条地形轴线为“山系”，又筑堤蓄池，分筑

六湖，形成东西走向的“水系”。校园的规划

布局融合山水，尊重环境天然形态，建筑布置

其中，山水纵横交织，造就了山势苍翠、湖光

潋滟的校园空间（图10）。

杨锡宗与当时的校长邹鲁共同规 划了

这座“池沼荡漾，冈峦起伏”的近代山水校

园。从《国立中山大学新校舍记》中可看出，

邹鲁对校园山水空间规划有独特的见解，以

祖国“行省”“名山”和“大湖”命名具体道

路与湖泊，譬如校内最大的湖命名为“洞庭

湖”，文学院山头名为“衡山”等，真正“使入

本校者，悠然生爱国之心，即毅然负与国之

责。”[25]可以看出，杨锡宗与学者的合作真正

为规划内容注入“命运与共”的时代主题，整

体增添了“忧家国之忧”的爱国精神和“保卫

家国山河”的民族情感，恰合因循山川形胜的

设计原则，呈现出浑然天成之妙，以及密切联

系时事、心怀国运的人文主义色彩。

3.2 “明堂辟雍”的钟形隐喻 

早在1925年，中山陵的设计者吕彦直已

采用“警钟”的形象作为陵墓主题，取“木铎

警世”之意。1933年，杨锡宗设计的校园布局

平面亦呈钟形排布，彭长钦推测杨锡宗可能

受到了吕彦直的启发，虽有模仿之嫌，但评价

杨锡宗对大尺度场域空间的把握能力，在近

代岭南无人出其之右[1]。杨锡宗的方案之所以

拔得头筹，实则并非钟形寓意的简单模仿，而

是有着充分成熟的设计思考与传统文化内涵

（图11）。

中大新校建设之初，有若干小山丘，杨锡

宗在山丘上分别布置5座学院。农学院位于钟

顶，以强调农业乃国之根本；工学院、理学院

居中，象征国之臂膀；文学院、法学院临近钟

口，意在密切社会联系与服务[26]。适逢日寇

侵华之际，“钟”与“中”谐音相同，蕴含多重

隐喻，或以“警钟”唤醒民众的爱国情怀；或

是嘱咐师生铭记时间的流逝[27]。此外，邹鲁

还撰诗予以肯定，“院分文法理工农，全体形

成恰似钟。若网在纲毫不紊，只想调恰不相

冲。”[28]可见，钟形规划正切合了邹鲁对各学院

“互不相仿”的原意，结合了具体的时代背景

和校园文化，蕴藉历史与人文内涵。

杨锡宗、吕彦直两人“略 合 钟形”的巧

思，既符合地形本身的需要，又寓意深刻的时

代主题，这与两人共同的留美建筑背景不无

关系，都体现了西方的民主主义精神和社会

意识的思考。卢洁锋认为吕彦直设计的平面

实为大钟与十字架的叠加，源于西方“十字

架”作为文化符号的祭奠，遵循孙中山先生崇

尚自由、平等、博爱的基督教信仰[29]。不同的

是，吕彦直以中茅山南的“覆钟之势”的偶然

相合成“钟形”，而杨锡宗是受到山水空间地

形的制约，尽管力图顺应山水之胜，但钟形布

局要求建筑、道路呈几何图案排列，与实际

地形并不十分切合，故取消部分几何路网，调

整建筑布局。钟形图案形成了具有时代内涵

的“中山”符号，吕彦直将中山学说的集体理

解凝聚成国家政治文化上的一种民族共识，

而杨锡宗通过“明堂辟雍”的山水交织将中

山精神注入近代高校融贯东西的校园文化风

景。与初涉园林领域、营建中央公园时不同，

杨锡宗没有为几何的平面形式再进行大规模

的地形改筑，而是在尊重场地本土山水形胜

的基础上，结合中国传统建筑文化加以利用，

提取古代“辟雍”的平面图式，即古代太学的

“辟雍泮水”格局。这亦是对孙中山先生遗愿

的图形反映[30]。大礼堂为校园的地理中心，周

围众多的天然湖泊形若“辟雍”四周环绕之

水。中轴线北端，农学院建筑群呈三合院式布

局踞于构图正中，外设环路，体现了古代建筑

布局中“天圆地方”的宇宙图式。

3.3 “融贯中西”的开放空间

石牌新校区的规划思想的成功之处体现

在“开放空间”的设计理念，贯穿其整体和局

部。杨锡宗通过学院分立与功能分区，广植绿

林，不设围墙，使得校园空间开放自由[31]。其

中文学院和理学院居东，法学院和工学院局

西，回应“左文右武”的传统礼制；男、女宿

舍则分置东、西，反映“男左女右”的伦理秩

序[32]。可见杨锡宗对校园空间布局的立意依

然以儒家思想为基础，创新地融合欧美近代

大学的规划体系，这说明杨锡宗在本土传统

与西方设计思想的思辨中，主动融入当时的

时代趋势，体现出“中体西用”的价值观。杨

图11   石碑新校舍计划图图9   陵园凯旋门

1 学校正门

7 理学院

13、14水塔

2 中山纪念堂

8 博物院

15 学生宿舍

3 农学院

9 法学院

16 露天演讲台

4 管理处

10 工学院

17、18、19运动场

5 图书馆

11 校长住宅

6 女学院

12 教职员住宅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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锡宗还在园林构筑的细部上融贯中西，例如

石牌新校南门的石牌坊不同于纯中国式的古

牌楼，而结合了西洋凯旋门形制[33]。再借鉴西

洋双体框架的同时，使用木棉花图案雕刻的

传统纹样，以及饰有铜质衔环的狮头，使中国

石牌坊与西洋凯旋门浑然一体，以精巧的细

节赋予校园入口别出心裁的空间体验。

因此，中大新校的规划在体现中国特色

的传统礼制观念的同时，借鉴、融汇了西方校

园开放自由的空间结构与布局。杨锡宗由移植

西方园林形式和运用古典建筑特征，逐步吸

取欧美空间营造的开放理念，渐而关注使用

人群与功能分区体系的实用创新，从而贡献

了由中国人自己营建、既延续本土传统性又

兼容西方开放性的近代校园规划典范。

结语

杨锡宗将西方建筑与园林文化植入中国

本土的设计与营造活动，从广州中央公园对西

方古典几何形式的移植，到黄花岗七十二烈士

墓的中西结合的折中主义转变，再到十九路军

抗日阵亡将士陵园对西方古典建筑语汇的选

择性借用，最后在中山大学新校规划中顺应

本土自然形胜，融会东西方异质文化而主动创

新。这些实践反映了杨锡宗响应不同地段条

件、功能需求、文化取向而相应采取的适宜性

设计手段；同时表现出对西方古典主义建筑和

园林，以及中国本土文化两方面的充分理解，

从而能在设计中将中西文化熔于一炉、并相得

益彰，形成了有别于其他古典式、折中式设计

的鲜明特点，彰显了时代性与本土性，也为近

现代园林的传承与发展提供了中西文化交流

过程中探索、创新的重要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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